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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政务数据共享长期面临政务部门不愿、不会、不便、不敢共享之困境。作为应急工具,
健康码借由政治压力,依托工作专班和大数据管理机构,利用互联网企业力量,通过授权决定,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突破。但这种突破仍有局限,因为在后疫情时代,政治压力难以持续,专责机构面临挑战,
政企合作有待转型,授权规范仍需细化。要真正实现政务数据共享,有赖于来自政务部门内部和外部

社会公众的压力和促动。而要降低政务部门共享数据的法律风险,降低民众对政务数据共享的担忧,
就需明确共享的法治边界。现有制度和实践存在三大问题:原则上,笼统要求“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

为例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基本逻辑相抵触;规则上,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的数据

分类不准确,以数据定共享的做法不合理,共享方式分类不适当;程序上,共享行为公开和告知的法定

要求未落实。这些问题需以原则修正、规则重塑和程序完善的方式来解决。

关键词 政务数据共享 健康码 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 个人信息保护

一、问 题 的 提 出

自2002年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出台《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促进业务系

统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享以来,我国的政务数据共享制度建设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晚近呈

现加速发展的趋势。2016年,国务院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正式确立“以共享为

原则,以不共享为例外”的政务数据共享原则。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把“提升国家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功能”作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重要抓手。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法治政

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强调要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2022年,《国务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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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发挥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作用,提升数据共享统筹

协调力度和服务管理水平”。同时,多地出台了政务数据共享相关规范。〔1〕

在顶层设计不断加温的背后,却是略显冰冷的现实。2018年,赛迪评估中心对全国各省级单

位政务数据共享情况展开调查,发现“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存在明显不足”。〔2〕2021年,中国信通院

研究报告指出,“政务信息系统烟囱林立、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等问题还依然存在”。〔3〕许多场景下,
“数据跑路”还未能替代“群众跑腿”。〔4〕为此,2022年底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再次强调“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

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加强汇聚共享”。但与此同时,政务数据共享伴生的各类风险也

日益凸显,特别是汇聚海量个人信息的政府巨型数据库长期“处于一种不受约束的真空状态”,对
公民隐私和自由权益构成巨大威胁。〔5〕可见,我国政务数据共享工作面临“不足”与“过度”双重

挑战。对前一个问题,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多有讨论,围绕政务数据共享推进迟缓的成因和出路进

行分析;对后一个问题,法学界尤为关注,并针对政务数据共享的法律依据和规范建构展开研究。
就学术分工而言,公共管理学界关心政务数据共享的“有效性”,法学界聚焦共享的“合法性”,二者

研究各有侧重固然无可厚非;但以问题导向的视角看,如果缺乏交流,这种分工会异化为学科壁

垒,不利于通盘理解和设计我国政务数据共享制度。即便是在行政法学内部,若要实现“监控者”
和“管理者”视阈的有效统合,也不能只问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而罔顾其“合目的性”。〔6〕 更重要

的是,政务数据共享活动天然内含效率和正义之间的张力,法学研究不能只管“踩刹车”,也应考虑

“踩油门”。鉴此,本文尝试兼顾政务数据共享的推进和边界两大主题,与公共管理学界和法学界

同时展开对话:第一部分主要采用描述视角,归纳政务数据共享工作的主要障碍,提炼近年来借由

健康码取得一定突破的路径,并对已有的公共管理研究提出反思,揭示在后疫情时代推进政务数

据共享面临的深层次局限;第二部分转向规范视角,从原则、规则、程序三个维度探讨政务数据共

享的应然边界,就相关制度的法治化发展提出具体建议。

二、政务数据共享推进的路径与局限

(一)政务数据共享的四重困境

在我国,政务数据孤岛的困境由来已久。无论是1993年始建的金桥、金关和金卡“三金”工
程,还是2002年启动的“十二金”工程,“都是自中央到地方一根根粗粗的信息烟囱一竖到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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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2022年12月27日在北大法宝以“政务数据共享”为关键词做全文检索,可得34份地方性法规和16份

地方政府规章。
北京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评估中心:《2018年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和信息资源开放共享调查报告》,载北

京赛迪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系 统 评 估 中 心 网 站,http://www.ccidegov.cn/local/6/E4/1C/3D5EBF6D9C4F37A003F
618112B3_6B470326_145AFA.pdf? e=.pdf,2022年12月15日访问。

中国信通院:《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安全研究报告》,载中国信通院网站,https://pdf.dfcfw.com/pdf/H3_

AP202101211452777891_1.pdf? 1611247698000.pdf,2022年12月15日访问。
张璁:《以共享拆掉政务信息的“烟囱”》,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23日,第5版。
参见丁伟峰:《政务数据安全风险与法律规制》,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9期,第106—

107页;孙平:《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载《法学》2007年第7期,第28页。
参见沈岿:《监控者与管理者可否合一:行政法学体系转型的基础问题》,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

第119—124页。
张勇进、章美林:《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历程、经验与方向》,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3期,第22页。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子政务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坦承:“信息孤岛大量存在,造成了

互联互通难、信息共享难、业务协同难,严重制约了电子政务作用的有效发挥。”近年来,中央高层

多次要求打破信息孤岛、推动政务数据共享,但始终是“政策雷声大,实践雨点小”。典型如许多城

市在推进网格治理过程中,“人口数据被政法、工商、民政等多部门掌握,不同系统之间独立运行互

不联通,仍然需要基层网格员重复收集信息”。〔8〕 既有公共管理学研究表明,政务数据共享面临

不愿共享、不会共享、不便共享和不敢共享四重困境。
所谓“不愿共享”,是指受到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影响,政务部门缺乏足够意愿共享数据。条

条之间、块块内部以及条块之间数据共享举步维艰。例如“要配合本级政府开展政务服务数据共

享、政务服务改革,接受垂直管理的职能部门就需额外增加工作量,即使本级政府职能部门共享了

相关数据,该职能部门也难以直接使用;而其他部门要使用该职能部门生成的数据,也需事先进行

额外转换”,而“少部分职能部门信息化程度远超本级其他职能部门平均水平,或者处于政务服务

链条顶端,对获取其他职能部门数据的要求不高”。〔9〕

所谓“不会共享”,是指由于缺乏统一、权威的专责机构,政务数据共享缺乏高效统筹推进机

制。“中央政府层面,数据整合共享主要是在多个部委之间开展,暂时没有专门机构去统筹负责这

项工作”〔10〕,而是采用部际联席会议的方式。〔11〕地方层面则做法不一,有的规定由政务信息管理

部门、大数据主管部门、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大数据中心平台或数字建设领导小组主抓,〔12〕有的则

没有指定具体部门或机制。这导致多数部门工作人员倾向于依靠社会网络关系来偶发、分散地展

开数据共享交换,部门间的批量数据共享大部分也是通过熟人关系或领导协调来实现,共享范围

和程度受领导间关系好坏影响。〔13〕

所谓“不便共享”,是指由于数据标准不统一、处理能力不足,政务部门共享数据面临技术障

碍。既有研究发现:由于信息系统多由中央或省级政府投资建设,政务数据共享呈现出“竖强横

弱”的局面。而地方一般采取服务外包的方式,企业为了阻碍其他行业竞争对手介入,也会有意利

用自身标准设置数据壁垒。中央和地方均没有统一的数据共享载体、格式及数据更新周期的标准

规范,导致各部门数据采集标准不一、存储格式各异,来源于不同条块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

无法互验、互校、互用。〔14〕

所谓“不敢共享”,是指由于缺乏权责划分依据,政务部门为规避风险而不共享数据。“行政机

关没有获得普遍意义上的信息共享的法定职权……没有信息共享的专门立法,即便有信息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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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12〕

〔13〕

〔14〕

南方都市 报:《部 门 不 共 享 数 据 广 州“网 格 化”遇 难 题》,载 凤 凰 网,https://news.ifeng.com/a/

20140718/41213268_0.shtml。
徐晓林、明承瀚、陈涛:《数字政府环境下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研究》,载《行政论坛》2018年第1期,第

54页。
袁刚、温圣军、赵晶晶、陈红:《政务数据资源整合共享:需求、困境与关键进路》,载《电子政务》2020年

第10期,第112页。
参见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促进大数据发展部际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在行动》,载《中国设备工程》2018年

第10期,第2页。
参见《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第4条、《陕西省大数据条例》第65条、《河北省政务数据共享应用管理

办法》第4条、《安徽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第7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政务数据

共享协调机制加快推进数据有序共享的实施意见》第2条。
参见李重照、黄璜:《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共享的影响因素研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8期,第

52—53页。
同上注,第52页。



相关条文,一般采用的语言多为‘应当信息共享’‘实现信息共享’‘推进信息共享’‘建立健全信息

共享机制(平台、制度)’等,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共享其他

部门的信息是一种‘权利’,更遑论信息共享中具体权责关系的厘清。”〔15〕这就导致许多部门“担心

数据共享整合后,数据在应用过程中由于数据不真实、不精确、不全面而暴露本部门工作不扎实、

行政不作为、落实不得力的问题,从而引发问责处理,因此出于保护自身角度考虑,普遍对数据整

合共享存在抵触”。〔16〕若政务数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从一个部门传至另一个部

门会增加安全风险,也构成共享的障碍。〔17〕

(二)健康码带来的政务数据共享新突破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对新冠肺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乙
类甲管”措施。疫情暴发初期,各地政府普遍采用纸质申报和人工处理来开展公众健康信息收集

和分析工作,但很快陷入“表格防疫”“表海人海”的泥淖。特别是“由于数据分散在各职能部门,部
门间壁垒始终存在”,致使“层层上报、块块审批”,“无法形成完整疫情防控信息链条供决策分析使

用”。〔18〕在此背景下,健康码最早于2020年2月11日在杭州推出,2月15日在浙江省内获得推

广,2月16日开始向全国推广。〔19〕至3月23日健康码在西藏启用,其覆盖了大陆全境。〔20〕健康

码的加紧研发、迅速铺开无疑具有强烈的应急性,其自诞生起也始终面临法学界的质疑,〔21〕但恰

是这种打破常规的手段,实现了政务数据共享的新突破。例如“杭州健康码在个人授权之后,可以

调用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漫游数据,并贯穿其他几个原先分割的数据系统,包括卫计委掌握的确诊

和疑似病例、交通部门掌握的密切接触范围、公安部门掌握的流动人口数据等”。〔22〕又如“在深圳

政务服务数据资源管理局的协调下,健康码后台接入了更多、更鲜活数据的比对,包括政府公安

口、交通口、运营商漫游等数据库”。〔23〕再如“依托上海大数据平台形成的‘随申码’,汇聚了卫健、

公安、交通等部门以及电信、航空、铁路等行业数据”。〔24〕 究其根源,健康码对前述政务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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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胡建淼、高知鸣:《我国政府信息共享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行政法学为视角》,载《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第126页。
见前注〔10〕,袁刚、温圣军、赵晶晶、陈红文,第110—111页。
参见张亚楠:《政府数据共享:内在要义、法治壁垒及其破解之道》,载《理论探索》2019年第5期,第

23页。
文宏、林彬:《应急需求、技术赋能与政务服务创新———对“健康码”数据流转的考察》,载《电子政务》

2021年第1期,第14—15页。
参见王海明:《杭州健康码:风险治理的地方创新及其扩面推广之完善》,载《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

第36页。
参见李月、曹海军:《省级政府数字治理影响因素与实施路径———基于30省健康码应用的定性比较分

析》,载《电子政务》2020年第10期,第39页。
参见查云飞:《健康码:个人疫情风险的自动化评级与利用》,载《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许可:《健康

码的法律之维》,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郭春镇:《对“数据治理”的治理———从“文明码”治理现象谈起》,
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唐林垚:《常态化数字抗疫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载《中国政法

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史晨、马亮:《互联网企业助推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健康码与“浙政钉”的案例研究》,载《学习论坛》

2020年第8期,第54页。
史晨、耿曙、钟灿涛:《应急管理中的敏捷创新:基于健康码的案例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年

第16期,第52页。
谢新水:《疫情治理中的健康码:认同与张力———基于“一体两面”三重交互界面的探究》,载《电子政务》

2021年第1期,第2页。



的四重困境都有所突破。
在“不愿共享”方面,健康码借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弥合条块分割的状况,提升了政务数据

共享的意愿。众所周知,中国各级政府是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的,从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其

中最核心的压力,此模式即所谓的“压力型体制”。〔25〕在此体制下,政务数据共享也是通过自上而

下地布置指标式、数量化任务的方式来推进的。典型如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曾颁布《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当年“12月底前,各部门原则上将分散的、独立的信息系统整

合为一个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大系统’”。但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面对

上级指派的多重任务,下级政府尤其是地方领导不可能巨细无遗、面面俱到,其选择性关注、注意

力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就特定任务匹配的压力,特别是是否设定为“政治任务”。〔26〕 由是

观之,政务数据共享很长时间内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恐怕正因为上级压力传导不足,致使数

据共享只是众多任务之一,且优先级不高。事实上,对个别数据共享成效显著地方进行的实证调

研表明:当“地方党委政府在‘党管干部’原则上,采取‘不交数据就交帽子’的办法,让各部门负责

人积极与‘条条’部门协调数据,并按需提供给相关职能部门使用”时,就能有效“推动政务数据跨

层级、跨部门共享”。〔27〕新冠疫情发生前,这种举措略显“极端”,仅是个例。但在疫情暴发后,疫
情防控被界定为“重大政治任务”,中央和地方都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党政主要负责人

亲自挂帅。〔28〕此时,作为疫情防控之重要手段,健康码有了极高的政策优先级,其所需的政务数

据共享也随之“鱼跃龙门”,成为条条块块必须协力落实的政治任务。以杭州健康码为例,2020年

2月13日,该市就成立了“健康码平台开发运行专班,由市委办公厅牵头总协调,市卫健委、政法

委、发改委、数据资源局、经信局等市级部门各自选派骨干参与,下设综合协调组、数据质量组、问
题复核组、规划发展组,协同推进杭州健康码专项工作”,其中“综合协调组负责打通各个部

门”。〔29〕类似的,2020年2月1日“深圳发布的‘深i您’还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此后,每天都不断有

新的需求过滤讨论,因为公安、交通、医疗等各个部门需要一步步串起来”;2月10日,“深圳市政务

服务与数据管理局紧急通过市级指挥部协调,当天就统一使用‘深i您’作为信息采集入口”,其成

为该市“数据统筹的关键节点,为此后走上打通数据壁垒的快车道奠定了基础”。〔30〕

在“不会共享”方面,依托健康码工作专班和大数据管理机构,建立起政务数据共享的统筹推

进机制。横向上,多地成立健康码工作专班,发挥职能统合作用,实现政务数据共享工作的协同

化、专责化。例如2020年2月12日《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推行“健康码”机制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性的通知》就明确要求“各设区市要明确‘健康码’管理系统

建设与应用推广工作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及责任人,建立由公安、卫生健康、经信、大数据管理等部

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又如2021年10月16日《中共扬州市委、扬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健全重大疫情

防控体制机制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的意见》提出“成立市县两级快速处置专班并常态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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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5页。
杨华、袁松:《中心工作模式与县域党政体制的运行逻辑———基于江西省D县调查》,载《公共管理学报》

2018年第1期,第15—17页。
见前注〔13〕,李重照、黄璜文,第51页。
参见2020年1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近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方案》和

202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
韩一丹:《杭州健康码:一场转“危”为“机”的创新实践》,载《杭州》2020年Z1期,第39—40页;见前注

〔23〕,史晨、耿曙、钟灿涛文,第53页。
见前注〔23〕,史晨、耿曙、钟灿涛文,第51、53页。



作,运用大数据手段整合通信管理、交通运输、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数据”。较之以往的统筹协调

机制,工作专班具有优势。既往研究指出:“领导小组协调的基本单位还是各委办局,是组织,其实还

是没有解决责任落实的问题;而工作专班则是把责任落实到人,是你这个人来开的会,来负责对接的,

以后有活有事各单位都知道该具体去找谁。这样就变成了一对一,而非一对多。说白了,领导小组协

调的是组织,工作专班协调的是人。”〔31〕纵向上,大数据管理机构成为打破层级壁垒的重要节点,部分

地区达成省市区三级数据共享。例如在浙江省大数据局的支持下,“实现了杭州健康码数据直报省政

务云平台,省市接口的数据获取效率大幅提升了9倍,数据比对的精准性明显增强”。〔32〕“若发现重

点人群,省大数据局会实时将相关数据发送给市级大数据进行筛选,市级大数据筛选之后将数据发送

给县级大数据局开展人员摸排工作,从而实现对人群健康状况的实时把控。”〔33〕

在“不便共享”方面,健康码利用互联网企业的力量,疏通了政务数据共享的技术屏障。

2020年2月4日,中央网信办出台《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

知》,提出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为联防联控工作提供大数据支持。以阿里和腾

讯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企业在健康码研发运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例如2020年

2月12日发布的《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推行“健康码”机制

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性的通知》就明确指出:“经协调,阿里巴巴集团为杭州市开发的‘健康码’管理

系统可供各地无偿使用,并由阿里巴巴集团做好系统上线维护工作。”具体而言,“依靠支付宝平台

的数据积累,健康码不再需要手工填写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等信息;阿里云为政府数据的跨

库比对提供了云计算支持,贯通了手机漫游、卫生、交通、人口等不同的数据库,实现了自动审核赋

码。”面对本已存在的各政务部门的“数据烟囱”,“互联网企业没有从正面解决原先的障碍,而是绕

过这个障碍,先转向用户要授权,并且化整为零,先从少数字段开始,然后再逐步和各个政府部门

对接更多的数据”。〔34〕在此意义上,互联网企业构成了政务数据共享的“中台”。“政府只需要负

责提供模型以及相应的数据,就可以在阿里云中进行统计,最后通过钉钉或者其他前端系统对外

展示。‘中台’的统一标准、开放接口和计算能力,使得不同行业管理系统、企事业单位的微观数据

能够汇聚在一处。”〔35〕“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指导支付宝、阿里云加速研发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并将其推向全国。”〔36〕

在“不敢共享”方面,健康码通过授权决定,为政务数据共享提供了明确、直接的规范依据。如

2020年2月9日发布的《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决定》第2条,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省、设区的市、县(市、

区)、乡镇(街道)、城乡社区(村)等防控网络,大力推动大数据融合共享,形成跨部门、跨层级、跨区

域防控体系”。又如2021年9月29日颁布的《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第10条,要求“在宁单位涉疫数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市疾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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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刘鹏、刘志鹏:《工作专班:新型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过程与生成逻辑》,载《中国行政改革》2022年第5期,
第18—19页。

见前注〔29〕,韩一丹文,第41页。
陈那波、张程、李昊霖:《把层级带回技术治理———基于“精密智控”实践的数字治理与行政层级差异研

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51页。
见前注〔22〕,史晨、马亮文,第52—54页。
北京大学课题组、黄璜:《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能力、转型与现代化》,载《电子政务》2020年第7期,第

19—20页。
吴青熹:《平台型治理:“数字抗疫”中的政府治理变革》,载《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97页。



平台归集……通信、民航、铁路、水运、公路客运、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等经营管理单位和各类互联

网企业、社会数据所有方,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提供实时数据,为疫情防控决策提

供依据”。相较于此前就政务数据共享提出总体、宽泛要求的规范,此类授权决定指向的场景清晰

具体,使疫情防控所需的政务数据共享成为各部门享有的“权利”,也是应尽的职责。
综上,依靠政治压力、组织再造、企业支持和规范授权,健康码一定程度上翻越了长期横亘在

我国政务数据共享领域的不愿、不会、不便和不敢共享“四座大山”,并由此获得公共管理学界的肯

定性评价,被视为“转‘危’为‘机’的创新”和“我国数字化社会治理的一次成功实践”,“具有治理的

创新性、信息的集成性和服务的便民性”。〔37〕然而,既有公共管理学研究尚未注意到的是,健康码

所开辟的政务数据共享突破路径难以延续。这不仅是因为随着国家防疫政策大幅度调整,防疫版

本的健康码彻底退场乃法律之要求、民意之所归,其距离“寿终正寝”当为时不远———哪怕健康码

改头换面承担新的治理职能,后疫情时代下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仍面临种种深层次局限。
(三)健康码推进政务数据共享的深层次局限

首先,政治压力是在我国推动政务数据共享的最大利器,但在后疫情时代恐难持续。如前所言,
压力型体制下,在前疫情时代,政务数据共享就以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为驱动。如实证研究发现:“把
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定位为‘一把手工程’,通过‘一把手’强力推动”〔38〕的地方,该项工作更容易落实。
疫情把这样的压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学者认为健康码的研发推广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电子

政务的发展趋势,即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导向型的分解,而是自下而上的、用户导向型的创新”,是
“按照民众需求而不是传统的部门设置”,以场景应用为中心共享数据。〔39〕从技术开发细节的角度

讲,这样的观察无可厚非,但前疫情时代关于政务数据共享应当接地气、场景化、便民生的呼声和

要求早已存在多年,虽渐有起色,但一直成效不彰。可见,大幅推进政务数据共享的根本动力,并
非地方首创精神或场景便民意识,而是该项工作政治任务化带来的上级压力。但在后疫情时代,
这种压力能否高位持续,恐怕要打问号,能否传导至突发事件应对以外的场景,也有待观察。如何

在特殊时期的强力政治动员之外另辟蹊径以保持这种压力,尚无清晰答案。
其次,配置专责机构是在我国推动政务数据共享的组织抓手,但在后疫情时代面临挑战。前已述

及,工作专班和大数据管理机构是许多地方高效推动防疫相关数据共享的组织性机制。但随着国家

防疫政策转向,工作专班这种临时应急组织会因为健康码停用而退场。相较而言,大数据管理部门具

有可持续性,但健康码的成功实践并未完全解决其在前疫情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疫情前,各地大数

据治理机构的隶属模式、组建方式和职责划分不尽相同,职权范围大小不一。〔40〕在许多地方,大数据

管理部门仅为政府职能部门中的一个,权威和等级并未高于其他部门。〔41〕许多大数据管理部门更是

刚立“门户”,自身建设尚待时日。〔42〕这就导致在健康码实践中,大数据管理机构并不总是唱主角,虽
然上海、贵州等地是由独立运作的大数据中心统筹运营健康码,但这项工作在山西、甘肃等地就是由

卫健委的信息化部门主导,在黑龙江、宁夏等地则由承担本省大数据建设的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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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42〕

见前注〔29〕,韩一丹文,第38页;见前注〔18〕,文宏、林彬文,第12页;前注〔19〕,王海明文,第36页。
叶战备:《政务数据治理的现实推进及其协同逻辑———以N市为例》,载《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6期,第

47页。
见前注〔22〕,史晨、马亮文,第52—53页。
参见黄璜、孙学智:《中国地方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初步研究:现状与模式》,载《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

12期,第36页。
参见李珒:《协同视角下政府数据共享的障碍及其治理》,载《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2期,第103页。
见前注〔38〕,叶战备文,第48页。



府办公厅等部门负责。〔43〕即便大数据管理部门唱了主角,由于技术能力欠缺,效果也未必佳,典型如

西安市大数据管理局牵头建设的“一码通”崩溃引发民众不满等事件。〔44〕健康码停用后,政务数据共

享工作由哪个统一、权威的专责机构负责,仍是未知数。
再次,深化政企合作是在我国推动政务数据共享的技术支撑,但在后疫情时代有待转型。如

上所言,互联网企业以其数据和技术积累为健康码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企业和政府一样存在分裂

割据的问题。典型如健康码在“支付宝和微信的覆盖率相似,分别有18和19个省份支持通过这两

个平台申领”,“但由阿里巴巴协助开发的健康码通常只能通过支付宝申领,而仅支持微信申领的

情况主要有两种,或是由腾讯协助开发其健康码,或是由本地科技公司负责改造已有的政务微信

公众号作为新的健康码申领入口”,这“体现了两大平台公司之间的竞争关系”。实际上,各地政府

开发健康码多选择本地企业或有前期合作关系的企业。〔45〕 这意味着沿着不同地域、不同参与企

业的边界,形成了政务数据共享的新断层线———在政务部门割据的“老山头”之外,又出现了合作

企业割据的“新山头”。在后疫情时代,如何突破这种政企绑定产生的数据壁垒,在充分利用企业

资源的同时避免规制捕获,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最后,制定授权规范是在我国推动政务数据共享的重要措施,但在后疫情时代仍需细化。如

上所述,多地以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将涉疫情政务数据共享明文确立为行政机关职权。根据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有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保护、自
然资源、城乡建设、民政、社会保障、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和项目”。相较于地方性法规,地方人

大常委会决定通常内容更单一、篇幅更小、制订时间更短、应急性更强,但也不可避免地较为宏观

和抽象。〔46〕从健康码相关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决定来看,其虽比一般性的政务数据共享规范场景

更明确,但就标准设定、权责划分等议题并无具体安排,仍有巨大的细化空间。
综上,三年来的健康码实践在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上述深层次、结构性

局限始终存在。这意味着在后疫情时代,仅靠富有运动式治理色彩的“创新”来翻越不愿、不会、不
便和不敢共享“四座大山”,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奢望。从法学角度而言,这些结构性障碍亦绝非

纸面上的立法修规所能轻松突破———以政府信息公开为例,多年来若无各级各地政府自上而下推

行的公开工作考核和许多研究机构和公益组织自下而上展开的公开绩效测评,单凭《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将公开义务法定化,恐怕难以取得已有的实效。〔47〕 以此类推,政务数据共享的系统性推

进,同样需要内外部压力的协同,而要实现这一点,精准划定政务数据共享的规范边界尤为紧要。
一方面,如前所述,政务部门不敢共享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权责不清导致共享面临法律风险。
另一方面,民众对政务数据共享也存有一定疑虑。例如2021年杭州数字治理调查表明:“针对身

份证号、教育程度、就业情况、公共交通出行、收入与财产、酒店登记入住和医疗健康信息等个人数

据,受访市民更加偏好个人授权和部门依法采集使用的数据治理方式”,“对于较为敏感的收入财

·07·

交大法学 2023年第6期

〔43〕

〔44〕

〔45〕

〔46〕

〔47〕

参见李梦颖:《数字基础设施:隐藏在健康码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基于对内地31省(自治区、直辖市)健
康码演化过程的可视化分析》,载《新闻记者》2022年第4期,第51页。

参见郝俊慧、江丽雯:《一次对数字政府治理的“大考”》,载《IT时报》2022年1月14日,第8版。
见前注〔43〕,李梦颖文,第50—52页。
参见张钦:《地方人大决定与地方性法规之比较———兼谈人大决定草案的写作》,载《人大研究》2020年

第6期,第50页。
李晓方、孟庆国、王友奎:《绩效信息公开与政府响应———基于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第三方评估数据的断

点回归分析》,载《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5期,第129页。



产、酒店登记入住等信息,则分别有72.50%、62.24%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必须在‘获得个人授权后才

能使用’”。〔48〕在此背景下,后疫情时代,政务数据共享要想获得来自社会的关注和促动,首先需

要划定明晰边界。法学研究对此责无旁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看似“踩刹车”的法治化边界也能

发挥降低政务部门风险和消减社会公众担忧的“踩油门”功能。

三、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边界

(一)政务数据共享的原则修正

多年来,无论在规范上还是学理上,“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在我国都被毫无争议地视为

政务数据共享领域的基本原则。规范上,中央层面,国务院《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第5条

明确:政务信息资源“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各政务部门形成的政务信息资源原则上应予共

享,涉及国家秘密和安全的,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第10条规定:“凡列入不予共享类的政务信息资

源,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交通运输政务数据共享管理办法》第5条规

定:“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政务数据原则上均应共享,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制度明确

不得共享的除外。”《教育部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教育数据管理办法》第4、10条也有类似规定。地

方层面,自2005年《福建省政务信息网信息共享管理办法(试行)》第3条规定“政务信息开发和利

用,以共享为原则。信息若不提供共享,必须经同级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批准”以来,至今已有包

括《四川省数据条例》《陕西省大数据条例》《辽宁省大数据发展条例》《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等在内的16部地方性法规,包括《河北省政务数据共享应用管理办法》《江西省公共数据管理办

法》《湖北省政务数据资源应用与管理办法》《湖南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等在内的14部

地方政府规章以及逾百件地方规范性文件明文确立该原则。〔49〕学理上,自21世纪初最早提出以

来,〔50〕“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已成我国学界关于政务数据共享的基本共识。〔51〕

然而,这一共识既缺乏比较法根据,也存在国内法冲突,亟待修正。比较法上,政务数据并非

全盘“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例如在美国,1974年《隐私法案》(PrivacyAct)就联邦机构

(agency)能否向第三方(包括其他联邦机构)分享所持有的关于个人(individual)的记录(record)做
出规定。其中,机构是指行政机关及其组成部门以及受政府控制的组织;个人是指美国公民及拥

有永居权的人;记录是指任何关于个人的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其教育、经济交易、医疗、犯罪、雇佣

史信息,以及任何包括其姓名、识别号及标志或其他任何属于个人的识别符的信息,例如指纹、声

纹、照片等。〔52〕根据《隐私法案》,“任何机构都不能以任何信息交流方式向任何人或其他机构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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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高翔:《超越政府中心主义:公共数据治理中的市民授权机制》,载《治理研究》2022年第2期,第20—

21页。

2023年1月2日在北大法宝检索所得结果。
参见张延松、薛永生、张宇、韩绍兵:《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基础数据库建设规划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4年S1期,第297页。
王艳华、章晓航:《我国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问题分析和立法研究》,载《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

43页;周民、贾一苇:《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政府服务与管理模式》,载《电子政务》2016年第6期,第

78页;王静、刘晓晨:《政府数据共享的法治路径和突破点》,载《中国司法》2019年第11期,第38页。

SeeU.S.DepartmentofJustice&OfficeofthePrivacyandCivilLiberties,OverviewofthePrivacyAct
of1974,2020edition,https://www.justice.gov/opcl/overview-privacy-act-1974 2020 edition,lastvisitedon
January3,2023,p.15 30.



露记录,除非取得与该记录有关的个人的书面申请或事前书面同意”,此即所谓“无同意不共享”
(nodisclosurewithoutconsent)规则。该规则有12项法定例外,包括向为履职而必须获得记录的

本机构雇员共享记录、按照《信息自由法》要求而共享、基于日常使用(routineuses)而共享、为了规

划或实施人口普查而向人口普查局共享、向国家档案馆共享具有充分历史或保存价值的记录、向
其他依法享有民事或刑事执法权且其负责人提交书面申请说明需要特定记录的执法活动的机构

共享、基于影响个人健康或安全的紧急情况且将书面通知发送到个人最后已知地址时向他人共

享、向国会两院及其有权限的下属委员会共享、基于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Accountability
Office)履职需要向总审计长(ComptrollerGeneral)或其授权代表共享、按照有管辖权的法院的命

令共享、按照1982年《债务催收法》(DebtCollectionAct)向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consumer
reportingagency)共享。〔53〕可见,在美国联邦层面,政务机构之间相互共享有关个人的数据秉承

的正是“以不共享为原则,以共享为例外”,而且例外情形由《隐私法案》明确限定。又如在欧盟,
《一般个人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6条列举了六种个人数据处理行为(包括共享)的合法性依

据,包括取得数据主体同意、合同履行所必需、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需、保护个人重要利益所必需、履
行公共职责所必需以及实现数据控制者或第三方合法利益所必需。若无上述任一合法性依据,则
不得进行包括共享在内的个人数据处理行为。在此背景下,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在其2019年

发布的《公权机构数据共享指南》中明确指出:“公权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协议一般应有法律依据,

每一项数据共享行为均应有合法性依据”,“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共机构之间数据共享的合法性依据

在于履行公共职责所必需”,确立该项公共职责的法律“应当清晰地说明相关的公权机构、将被共

享的信息以及共享之目的”。〔54〕可见,在政务数据共享问题上,美欧两大法域均未笼统地规定“以
共享为原则”,而是区分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前者以“不共享为原则”,除非有明确的法定依据

要求共享,只有后者才是“以共享为原则”。事实上,这一区分很大程度上是世界通例。例如英国

中央数字和数据办公室2022年发布的《数据共享治理框架》就指出:“当政府信息不具有个人可识

别性,我们的原则性立场(defaultposition)是共享。”〔55〕2021年澳大利亚《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间数

据共享协议》虽明确“所有政府部门共同承诺尽最大努力让数据原则上在部门间稳妥、安全、合法、合
道德地共享”,但也同时指出“识别个人的数据(identifiabledata)应按照1988年《隐私法》共享”,〔56〕该
法第6.1—6.3条规定只有在取得数据主体同意或基于法定的例外情形时方可共享个人数据。〔57〕

国内法上,当《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生效后,再笼而统之地坚持所有政务数据“以
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将造成法制冲突。有学者已意识到:当共享的政务数据包含个人信

息,“数据共享行为实际上是数据‘提供’行为,属于‘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应具备《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13条规定的合法性基础”,对于国家机关来说,即该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履行法定职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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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SeeU.S.DepartmentofJustice&OfficeofthePrivacyandCivilLiberties,supranote〔52〕,at64 133.
IrishDataProtectionCommission,DataSharinginthePublicSector,https://www.dataprotection.ie/

en/dpc-guidance/data-sharing-in-the-public-sector,lastvisitedonJanuary3,2023,p.1 4.
CentralDigitaland Data Office,Data Sharing Governance Framework,https://www.gov.uk/

government/publications/data-sharing-governance-framework/data-sharing-governance-framework,lastvisitedon
January3,2023.

IntergovernmentalAgreementonDataSharingbetweenCommonwealthandStateandTerritoryGovernments,

https://federation.gov.au/sites/default/files/about/agreements/iga-on-data-sharing-signed.pdf,lastvisitedonJanuary3,

2023,p.1,5.
SeePrivacyAct1988,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21C00452,lastvisitedonJanuary4,2023.



必需”。该学者进而指出:“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收集个人信息,可不经个人同意,但这并不

意味着其向其他国家机关提供个人信息时,不需要个人同意,因为向其他国家机关提供个人信息

并不都是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3条的规定对信息共享的要求太高,并
未为法律、行政法规另外规定预留法律空间。将来在修改《个人信息保护法》时,为给政务数据共

享清除不必要的法律障碍,有必要予以修正”,因为“从域外比较法的经验看,告知义务和个人单独

同意义务都不是国家机关共享信息时必须履行的义务”。〔58〕

上述观点不仅未发现真正的问题,而且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根据《民法典》第1036条和《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13条,处理个人信息必须具有法定的合法性依据。就国家机关而言,合法性依据

包括法定、意定和酌定三种,以法定为原则,以意定和酌定为例外。〔59〕 据此,国家机关(包括政务

部门)向第三方(包括其他政务部门)共享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理应具备《民法典》第1036条

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所确立的合法性依据之一种,而并不如上述观点所以为的那样必须

满足《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3条规定的单独同意要求。无法想象异地公安机关之间共享通缉嫌疑

人信息时还需要告知并取得本人同意。此类个人信息共享行为其实可以从2015年公安部出台的

《公安机关信息共享规定》获得合法性根据,属于公安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这表明现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政务数据共享提供了多条合法化通路,没有“不必要的法律障碍”,无须修改

予以扫除。但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包括《民法典》)的确给包括共享在内的一切涉及个人信

息的政务数据处理行为设定了法律底线,那就是若无明确的合法性依据,则不得处理/共享。〔60〕

申言之,个人信息以不处理为原则,以处理为例外,例外须有合法性依据。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所确立的逻辑却是政务数据原则上共享,除非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

国务院政策依据才不共享。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涉及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共享由于具有个人

信息共享和政务数据共享的双重性质,同时触及两套截然相反的制度逻辑。这也许正是为什么

《个人信息保护法》一审稿第36条本来规定“国家机关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

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取得个人同意的除外”,但由于抵触政务数据以共享为原则的先

在规范,自二审稿后被拿掉。不过由此一来,笼统规定政务数据以共享为原则就会与个人信息以

不共享为原则发生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修改《民法典》和《个人信息

保护法》,给包含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留出以共享为原则的空间,但那样就会部分颠覆个人信息保

护法制的基本逻辑,也与比较法经验龃龉,更会面临如下难解的诘问:为什么国家机关对个人信息

进行收集、存储、分析等共享以外的处理活动需要明确、具体的合法性依据,而共享个人信息就只

需要依据“以共享为原则”这一笼统、概括的规定(哪怕这一规定将来出现在国家法律中)? 另一种

冲突解决的路径则是对政务数据以共享为原则予以修正,区分包含个人信息和不包含个人信息的

政务数据,前者以不共享为原则,共享需有明确、具体的合法性依据,后者才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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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邢会强:《政务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载《行政法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72、77—78页。《个人

信息保护法》第23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个人告知接

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接收方应当在

上述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等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接收方变更原先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应
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取得个人同意。”

参见彭錞:《论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1期,第167—174页。
“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从客观上来说,就是对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入或影响,如果没有合法的根

据或者合法的理由(legaljustificationfordataprocessing),那么,该处理活动就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不法行为。”
程啸:《个人信息保护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15页。



需有合法性依据,如此既能避免颠覆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基本逻辑,也符合比较法经验。
对此,可能有两种反驳。一是担心一旦确立包含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以不共享为原则,共享

需要有明确、具体的合法性依据,而目前的现实却是极少有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某类政务数据

应当共享,那已有的共享实践将一夜之间全部沦为“非法共享”,继续推进政务数据共享也只能“步
履蹒跚”地等待一事一议的立法授权。但是,这种担心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因为《个人信息保

护法》第13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既不限于法律、行政法规,而是包括

“公开、有效、不违反上位法的任何法规范”;也不要求该法规范正面、专门授权国家机关处理(包括

共享)个人信息,而只需要“国家机关是在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履行法定职责,而特定的个人信

息处理活动又是履职所必需”。〔61〕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现有的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共享活动

由此一概合法,而是要求政务部门对共享活动所指向的法定职责以及共享是否必需进行逐项清

理,欠缺法定职责或不属必需的应当停止共享,其余的应当公开说明。

另一个可能的反驳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5条明文规定“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并未区分包含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和不包含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为何政务数据共享需要做此区

分? 答案在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基础是《宪法》第2条第3款,目的是通过提升政府透

明度服务参与民主,使民众能够实际上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62〕在此目标下,政府信息应

公开尽公开,除非涉及个人隐私(即私密个人信息)或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即敏感

个人信息)。〔63〕申言之,并非任何包含个人信息的政府信息都不公开,只有涉及私密或敏感个人

信息的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例外。政府信息包含个人信息并不整体上改变政府信

息以公开为原则的逻辑。《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民法典》或《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并不冲突,因为

该条例第5条将公开政府信息(哪怕包含个人信息)一般性地设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与《民
法典》第1036条第1项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3项衔接。与此不同,政务信息共享尽管具

有提高行政效率、方便民众生活的价值,但也蕴含着强化监控国家、导致数字暴政的风险,这就区

别于政府信息公开只会把权势的天平朝公众而非政府方向倾斜。所以,较之以透明和参与为核心

目标而兼顾个人隐私权益保障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务数据共享更是一柄“双刃剑”,需要在效率和

自由之间小心权衡。尤其是当政务数据涉及个人信息时,部门间共享很可能致使公民在政府的

“全景敞视监狱”面前“裸奔”,正常行为受到压抑,“粗糙的边缘和有棱角的边缘将被磨平”,降低社

会的创造力和表达力。〔64〕因此,政务数据共享不能简单照搬政府信息公开的逻辑,一揽子、抽象

地确立政务数据原则上共享的义务,而应要求每一次共享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都具有明确、

具体的合法性依据,否则不得共享。只有不包含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才以共享为原则。《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第5条及大量类似规范一般性地规定政务数据以共享为原则,有抵触

《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之嫌,亟待修正。
(二)政务数据共享的规则重塑

综观我国现有的政务数据共享规范,落实“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要求的基本方式有

三。一是共享要求分类。例如根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无条件共享指提供

给所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有条件共享指可提供给相关政务部门共享使用或仅能够部分提供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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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见前注〔59〕,彭錞文,第167—168页。
参见彭錞:《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逻辑》,载《法学》2019年第2期,第97页。
依据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
见前注〔5〕,孙平文,第24页;见前注〔58〕,邢会强文,第73—75页。



有政务部门共享使用;不予共享指不宜提供给其他政务部门共享使用。二是以数据定共享。

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联合发布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第6.1.3条

要求政务信息资源采目录式管理,每一项信息均应归入上述三类之一种。实践操作中,各地往往

发布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收录可以共享的政务数据,并标明是无条件还是有条件共享。如

2017年公布的《山东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一期)》就列出了全省可共享的17家部门159种信

息资源3627个信息项,并明确每个信息项的共享类别。〔65〕 三是共享方式分类。例如《政务信息

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属于无条件共享类的信息资源,使用部门在共享平台上直

接获取;属于有条件共享类的信息资源,使用部门通过共享平台向提供部门提出申请,提供部门应

在1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使用部门按答复意见使用共享信息,对不予共享的,提供部门应说明

理由;不予共享类的信息资源,以及有条件共享类中提供部门不予共享的信息资源,使用部门因履

行职责确需使用的,由使用部门与提供部门协商解决,协商未果的由本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主管

部门协调解决,涉及中央有关部门的由联席会议协调解决。”上述规则存在缺陷,有待重塑。

首先,共享要求分类不准确。如前所言,《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后,政务数据共享

领域最重要的分类方式应当是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和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的两分法。

前者原则上都应不予共享,除非依法转化为有条件共享,不存在无条件共享。反之,后者原则上都

应无条件共享,除非依法不予共享。因此,笼统地把共享要求分为三类并不准确。

其次,以数据定共享不合理。例如按照《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第2项,人口

信息、法人单位信息、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电子证照信息等基础信息资源的基础信息项,应实现

部门间无条件共享。其中,人口信息、电子证照信息无疑都涉及个人信息,尽管其的确为大多数政务

部门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但也有一些政务部门履职并不一定需要此类信息。例如气象部门履职就

不必需其他部门共享公民的身份证信息。所以,事先规定此类数据一律在所有政务部门之间无条件

共享,缺乏合理性。而根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第3项,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一主题领域,由多部门共建项目形成的主题信息资源,如健康保障、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安
全生产、价格监管、能源安全、信用体系、城乡建设、社区治理、生态环保、应急维稳等,应通过各级

共享平台予以共享。健康码数据就属于典型的应急领域的主题信息资源,照此规定理应通过各级

共享平台予以共享。但具体应当共享给哪些部门,并不由数据本身决定,而是取决于共享的目的、

对象、方式。例如卫建部门采集的公民核酸检测结果数据,应向具有应急管理法定职责的公安、交
通运输部门在其履职必需的范围内共享(并因此是有条件共享),但不能共享给不具有应急职责的

政务部门(并因此是不予共享)。〔66〕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一项数据既可归入有条件共享类,也可归

入不宜共享类。那种试图对数据展开抽象分类、以数据定共享、一数据一类的做法缺乏合理性。

再次,共享方式分类不适当。《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将有条件共享的方式界

定为依申请共享,失之片面,因为有条件共享只是要求数据需求/使用方以及目的满足法定条件,而不

要求必须是由需求/使用方提出申请。相反,数据提供方完全可以主动向依法具有数据需求的政务部

门共享数据。而该条规定中不予共享类的信息资源及有条件共享类中提供部门不予共享的信息资

源,使用部门因履行职责确需使用的,可通过部门协商或上级协调解决,则更是不妥,因为按照现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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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参见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山东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目录(一期)》,载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网 站,http://gxt.shandong.gov.cn/attach/resource/sdjxw/att/201708/3fa62baa 8083 4cab 977c
90374f4cd312.pdf,2023年1月4日访问。

参见许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89页。



范,不予共享必须有法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依据。从理论上讲,如果使用部门因履行职

责确需使用某项政务数据,那么这项数据就应当共享给该使用部门,而不应被归类为不予共享,也不

允许提供部门自作主张不予共享。当然,实际工作中,若出现归类不当,则应尽快修改归类,事出紧急

的,可先行共享,再事后追认,而不应由部门协商或上级协调而变不予共享为共享,否则行政机关就能

自行突破法律、行政法规或党中央、国务院政策划定的政务数据共享红线。
综上,以《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为典型的我国政务数据共享规范所包含的三种规

则均存在缺陷,建议按如下方案重塑:第一,将政务数据分为个人数据和非个人数据两类,适用不

同共享规则;第二,非个人数据(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个人数据)以无条件共享为原则,除非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法定例外情形;第三,个人数据以不予共享为原则,除非具有《民法典》第

1036条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的适用于国家机关的合法性依据,方可有条件地共享,具
体条件以满足合法性依据所必需为限;第四,政务数据原则上主动共享,政务部门应主动接入共享

平台,由数据提供方和需求方自行申报、共享平台管理者依法确定不同政务数据共享的依据、范
围、用途,同一项数据对不同部门可有不同共享状态;第五,政务数据共享以依申请共享为例外,数
据提供部门依法审核需求方提出的依据、目的、用途,合法的应予共享,不合法的有权拒绝共享。

(三)政务数据共享的程序完善

我国现行政务数据共享规范对共享行为的程序性约束语焉不详。仍以《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

理暂行办法》为例,其第12条明确共享原则上通过平台实现,也要求“提供部门在向使用部门提供

共享信息时,应明确信息的共享范围和使用用途”,但未规定具体的共享活动受到何种程序性约

束。在这方面,公开透明最为关键。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要求,所有政务数据共享行为形成

的记录都应向社会公开,除非记录本身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例外情形。尤其是涉及个

人信息的政务数据共享,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7、18、23、30、35条,国家机关有义务向个人信

息主体告知共享的目的和方式以及共享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共享的个

人信息,共享敏感个人信息的,还应当告知共享的必要性以及对个人权益的影响,除非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或者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据此,所有政务数

据共享活动,原则上都应公开,涉及个人信息共享的,还应告知当事人。现有的共享活动部分体现

于政务数据共享目录,但根据《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的要求,此种目录通常只会登

载某项政务数据属于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中的哪一类,关于某项有条件共享的政务

数据到底基于何种条件共享给了哪个部门,公众仍无从得知。例如人们一般都知道自己的健康码

信息会在多个政务部门间共享,无缝链接多个管理场景,影响自身的就医、出行、复工等活动,但并

不了解到底是哪些部门参与共享,以至于在郑州“赋红码事件”中,经事后调查人们才发现健康码

信息被共享给了本不应共享的部门。〔67〕可见,政务数据共享活动的透明度亟待提高。由是观之,
当前的政务数据共享目录更多的是满足行政机关内部管理需要,而非政务公开的要求。要改变这

种局面,可从如下几种措施入手:一是充实政务数据共享目录的内容,不再逐项把政务数据归入无

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或不予共享三类,而是分部门明确其可共享的数据共享的对象、依据、目的、
方式,以及特定数据不可共享的法律依据;二是完善政务部门隐私政策,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就应

充分告知当事人将来数据共享的对象、依据、目的、方式,如果共享活动发生变化,也应及时公开告

知,除非存在法定可不告知的情形;三是尊重个人信息主体的程序性权利,例如根据《个人信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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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问题调查问责情况的通报》,载郑州市人民政府网

站2022年6月22日,https://www.zhengzhou.gov.cn/rdhy/6509386.jhtml,2022年12月10日访问。



法》第48、50条,个人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共享其个人信息的政务部门对共享的规则进行解释说明,政
务部门应当建立便捷的个人行使权利的申请受理和处理机制,拒绝行权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

四、结  语

本文试图整合公共管理学界和法学界各自关注的政务数据共享的推进和边界两大主题,揭示

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政务数据共享的推进无疑能带来诸多红利,但其效用函数是一个倒U型曲

线,当越过某个临界点后,边际效用将递减,甚至弊大于利———共享虽好,不可无边,而应有界。作

为一种应急手段,健康码在诸多层面实现了政务数据共享工作的突破,但在后疫情时代仍面临种

种深层次局限,需要依靠可持续的内外部压力进一步推进。在这方面,从原则、规则和程序上划定

政务数据共享的法治边界,特别是区分承载个人信息和不承载个人信息的政务数据,有利于降低

政务部门共享数据的法律风险,消除民众对政务数据共享的疑惧,对深入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具有

重要意义。因此,未来政务数据共享的制度设计应打破公共管理学和法学的视野壁垒,通盘谋划,
既避免“共享不足”,也防止“共享过度”,追求政务数据共享活动的净社会收益最大化。

Abstract Foralongtime,publicdatasharinghasbeenfacingtheplightthatgovernment
departmentsareunwilling,unable,incapableandafraidtosharedatawitheachother.Asan
emergencyresponsetool,thehealthcode,byvirtueofpoliticalpressure,relyingonspecial
workingunitsandlargedatamanagementinstitutions,usingthepowerofInternetenterprises,

andonthebasisofauthorizationrules,hasbrokenthroughthatplighttosomeextent.However,

thisbreakthroughisstilllimited.Inthepostepidemicera,politicalpressureisdifficultto
sustain,specializedagenciesfacechallenges,government-enterprisecooperationneedstobe
transformed,andauthorizationrulesneedtoberefined.Tofurtherpromotethesharingof
governmentdata,internalandexternalpressurefromthegovernmentitselfandthepublicis
needed.Inordertoreducethelegalriskofdatasharingbygovernmentdepartmentsandthe
publicsconcernsaboutdatasharing,itisnecessarytoclarifythelegalboundariesof
sharing.Therearethree mainproblemsintheexistingsystem andpractice:Intermsof
principle,itgenerallyrequiresthat“sharingistheprinciple,non-sharingistheexception”,

whichcontravenesthebasiclogicofthe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Law;intermsofrules,

theclassificationofunconditionalsharing,conditionalsharingandnon-sharingisinaccurate,the
practiceofsharingbasedondataisunreasonable,andtheclassificationofsharing modeis
inappropriate;andintermsofprocedure,thestatutoryrequirementsfordisclosureand
notificationofsharingactivitieshavenotbeenimplemented.Theseproblemsneedtobesolvedby
revisingprinciples,reshapingrulesandimprovingprocedures.
Keywords GovernmentDataSharing,HealthCode,SharingasaPrinciple,Non-sharingasan
Exception,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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